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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幼苗对秋、冬季淹水的生长及生
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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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阐明三峡库区岸生植物中华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幼苗对水淹的耐淹机理，通过设置对照组（ＣＫ）、半淹

组（ＰＦ）、全淹组（ＣＦ）３个水淹处理，模拟库区消落带秋、冬季淹水情况，研究中华蚊母树幼苗在不同水淹时间和深度下的

生长及生理生化特性． 结果表明，淹水显著影响中华蚊母树幼苗的生物量，水淹 １５０ ｄ 后，ＰＦ 组植株和 ＣＦ 组植株根、茎、
叶生物量均呈显著降低趋势，同时受水淹影响，植株根冠比也显著降低；中华蚊母树幼苗在水淹前 ９０ ｄ ２组水淹处理植株

叶片丙二醛（ＭＤＡ）含量均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水淹 １２０ ｄ 后，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 ＭＤＡ含量显著增加，且随着水

淹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可溶性蛋白在各水淹处理中的变化有所差异，水淹前 ６０ ｄ，淹水并没有影响 ＣＦ组植株可溶性

蛋白含量，但从水淹 ９０ ｄ开始，ＣＦ组植株可溶性蛋白含量有所上升，而 ＰＦ组植株可溶性蛋白含量在整个淹水期间均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２组水淹处理植株脯氨酸在水淹前期均显著上升，但自水淹 ９０ ｄ 后逐渐下降至 ＣＫ 组水平；与
ＭＤＡ对水淹的响应一致，水淹前期 ＰＦ组和 ＣＦ组植株抗氧化酶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

酶）均没有出现明显影响，但水淹后期 ２组水淹处理植株抗氧化酶活性均显著升高；可溶性糖含量在不同水淹处理下有

所差异，ＰＦ组植株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在整个淹水期间均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而 ＣＦ组植株叶片可溶性糖含量随着

水淹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 研究证明，中华蚊母树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对秋、冬季水淹环境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是中华

蚊母树幼苗能够在库区消落带存活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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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的修建使库区形成了落差近 ３０ ｍ、面积达 ３００ ｋｍ２ 的消落带，随着库区秋冬季的蓄水及水位

的频繁波动，生长在消落带不同海拔高程及沿岸的植物将遭受不同强度的水淹，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水淹

环境，一些适应性差的植物逐渐死亡，从而加剧消落带生境的破碎及植被的退化，对库区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１］ ． 如何恢复和重建消落带植被，保证其生态功能的良好运行，是当今亟待

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２］ ． 有研究表明，乡土树种在维持库区生态环境，确保库岸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筛选乡土树种进行消落带的生态恢复将成为一种快速而行之有效的方式［３⁃４］ ．
中华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 ） Ｄｉｅｌｓ）是三峡库区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树种，具有耐淹性强、根

系发达、生长快、适应性强的特点，主要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两岸海拔 １５０ ｍ 以下陡峭山坡上和石壁中，成
株高度为 ０ ８～１ ２ ｍ． 但由于三峡库区的修建，其原有栖息地被淹没，天然资源濒临灭绝． 近几年来，有学者

逐渐尝试通过人工种植中华蚊母树的方式来重建库区消落带植被，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如冯义龙等［５］通过

示范区种植发现，中华蚊母树可以在消落带海拔 １６３ ｍ以上存活生长．
植株是否耐淹主要是由其生理特性所决定，一些植物可以通过形成不定根、特化皮孔以及通气组织来

适应淹水环境［６］ ；一些植物能够调节体内各种保护酶的活性、渗透调节物质的含量来增加对水淹的抵御能

力［７］ ；还有一些植物可以保持低的碳水化合物代谢或根部形成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作为储备物

质来适应淹水胁迫等［８］ ；有关中华蚊母树耐淹机制的研究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涉及生长［９⁃１０］ 、光合［１０⁃１１］ 、质
膜透性［１２］以及非结构碳水化合物［１３］等方面，为保证航运安全，中华蚊母树在消落带进行恢复时应在消落带

的高海拔区域（１６５～１７５ ｍ）种植，而消落带高海拔区域在秋、冬季节（每年 １０月至次年 ３ 月）最长可遭受近

５个月的水淹，而目前针对于中华蚊母树在库区消落带的这种恢复特点以及受水淹情况开展的研究还比较

少，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研究中华蚊母树生长（基径、株高和叶片增加量）和光合特性对秋、冬季节短期淹

水的响应［１０⁃１１］ ，但仍缺乏中华蚊母树对更长时间水淹的响应机制的研究，同时，除植物光合在植物抵抗水淹

胁迫中起关键作用外，内部的生理代谢（如渗透调节物质、抗氧化酶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淹对植物的胁

迫作用最主要的是缺氧，在缺氧植物细胞中，其氧化胁迫反应与分子氧还原生成有毒的自由基，而植物内部

生理代谢的调节作用可以抵抗活性氧分子的毒害． 因此，本研究模拟消落带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淹水环

境，选取 ２年生中华蚊母树为研究对象，从生物量和生理生化特性 ２个方面，对其耐淹机理进行研究，旨在揭

示中华蚊母树幼苗生长及生理生化特性对秋、冬季长期淹水的响应，从而为三峡库区消落带耐淹植物的筛

选以及植被的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与地点

２０１２年 ８月将 ２年生中华蚊母树幼苗移栽至花盆中，每盆 １株． 盆高 １７ ｃｍ，盆口直径 ２２ ｃｍ． 供试土壤

为当地砂壤土，每盆土重 ３ ５ ｋｇ． 将所有实验植株置于湖北秭归三峡库区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

站（３０°５３′Ｎ，１１０°５４′Ｅ；海拔高度 ２９６ ｍ）进行相同光照和水分条件的管理． 于 ２０１２年 １０ 月 １日选取 ２０４ 棵
长势基本一致的中华蚊母树（平均株高为 ２４ ５ ｃｍ，平均基径为 ６ ５ ｍｍ）开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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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秋、冬季
三峡库区消落带水位变化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１ ２ 实验设计

本实验模拟三峡库区秋、冬季（１０ ３ 月份）水位动

态变化节律（水位数据来自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图 １），将实验用苗随机分成 ３ 组，分别为对照组（ＣＫ）、
部分水淹组（ＰＦ）以及全淹组（ＣＦ），每组 ６８ 盆． 其中 ＣＫ
组进行常规水分管理；ＰＦ 组水面在土壤上方 １２ ｃｍ 左

右；ＣＦ组水面没过植株 ２０ ｃｍ左右． ＰＦ 组在长、宽、高分

别为 ４ ｍ×４ ｍ×０ ４５ ｍ 的水池中进行，ＣＦ 组在长、宽、高
为 ４ ｍ×４ ｍ×０ ７５ ｍ的水池中进行，由于模拟用水相对清

澈，为充分模拟全淹植物在消落带水体中受到的低光强

环境，本研究在 ＣＦ组水池上方布设一层遮阴网，使得到

达水下植物的光照强度小于 １０ μｍｏｌ ／ （ｍ２·ｓ） ［１４⁃１５］ ． 实
验共持续 １５０ ｄ．

于实验开始的第 ０、７、１５、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 ｄ 分别

随机选取中华蚊母树幼苗对其叶片进行取样，然后放入

液氮罐中进行冷冻保存以用于可溶性蛋白、脯氨酸、丙二醛（Ｍ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ＡＰＸ）含量等指标的测定，每个处理设 ３ 次重复． 同时在每次取样的当天每

个处理再选取 ３棵植株，将所有叶片全部取完，放入 １０５℃烘箱中杀青 １５ ｍｉｎ，后调至 ７０℃烘干 ４８ ｈ，叶片烘

干后，研磨混匀，以用于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１ ３ 指标测定

１ ３ １ 生物量的测定　 实验结束后，每处理选取 ６株植株，将植株从花盆中取出，清洗根部的土，分根、茎、叶
放入 １０５℃烘箱中杀青 １５ ｍｉｎ，后调至 ７０℃烘干至恒重，以用于生物量的测定．
１ ３ ２ 可溶性蛋白、丙二醛及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参照 Ｇｒａｃｅ等［１６］的方法，稍作修改． 称取植物组织叶片

０ ３ ｇ，在液氮中研成粉末，加入 ３ ｍｌ提取缓冲液［０ １ ｍｏｌ ／ Ｌ Ｋ２ＨＰＯ４ ⁃ＫＨ２ＰＯ４（ｐＨ ＝ ７ ６），１ ｍｍｏｌ ／ Ｌ ＥＤＴＡ，
０ ３％ 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４％ ＰＶＰ］及少许石英砂于冰浴中研磨匀浆，１４６５２转 ／ ｍｉｎ、４℃离心 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并分

装保存于－７０℃超低温冰箱，用于 ＭＤＡ、可溶性蛋白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采

用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染色法［１７］ ，ＭＤＡ含量的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１７］ ，ＳＯＤ 活性的测定利用氮蓝

四唑比色法［１３］ ，ＣＡＴ活性的测定参照 Ｋｎöｒｚｅｒ等［１８］的方法，ＡＰＸ活性的测定参照 Ｎａｋａｎｎｏ等［１９］的方法．
１ ３ ３ 脯氨酸的测定　 脯氨酸含量的测定参照李合生［１７］的方法． 称取样品 ０ １ ｇ，加入 ３％ 磺基水杨酸 ３ ｍｌ
研磨成匀浆，转移至试管中，沸水浴 １０ ｍｉｎ，冷却后转移至 １０ ｍｌ离心管中，３０００ 转 ／ ｍｉｎ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取上清

液 １ ｍｌ，置于 １０ ｍｌ带塞试管中，加入 １ ｍｌ冰乙酸、１ ｍｌ酸性茚三酮沸水浴 ３０ ｍｉｎ，冷却后加入 ３ ｍｌ 甲苯，摇
匀振荡 ３０ ｓ，静置片刻，取上层红色甲苯液相于比色杯中，在 ５２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 利用脯氨酸制作标准

曲线．
１ ３ ４ 可溶性糖的测定　 利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６９５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测定可溶性糖的含量． 色谱条件：色谱

柱为 ｓｕｇａｒ⁃ｐａｋ１（美国）；流动相为水；流速 ０ ６ ｍｌ ／ ｍｉｎ；柱温 ７０℃；检测器为视差检测器． 可溶性糖的提取参

照于建国等［２０］的方法，略有改动． 称取 ０ ５ ｇ研磨好的植物干样于三角瓶中，加入 ５０ ｍｌ 蒸馏水，用锡箔纸封

口消煮 ２ ｈ，放凉后定容至 ５０ ｍｌ，过滤．
１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作图，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方差分

析以及 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α＝ ０ ０５） ． 图、表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生长指标的变化

淹水显著影响植株的生物量以及根冠比，经过 １５０ ｄ 的水淹，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根、茎生物量、总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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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根冠比均呈显著下降趋势（表 １）． 至水淹 １５０ ｄ，ＰＦ组植株叶、根、茎生物量、总生物量以及根冠比分

别比 ＣＫ组植株下降了 ５３ ７％ 、６２ １％ 、４０ ６％ 、５４ ０％和 ３０ ４％ ，ＣＦ 组植株叶、根、茎生物量、总生物量以及

根冠比分别比 ＣＫ组植株下降了 ４８ ８％ 、６２ １％ 、４３ ８％ 、５２ ４％和 ３１ １％ ．

表 １ 不同淹水环境下中华蚊母树幼苗生物量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处理组
生物量 ／ ｇ

叶 根 茎
总生物量 ／ ｇ 根冠比

ＣＫ ８ ２±０ ５３ａ １０ ３±０ ３０ａ ６ ４±０ ５０ａ ２４ ８±１ ２３ａ ０ ７±０ ０４ａ

ＰＦ ３ ８±０ １０ｂ ３ ８±０ １９ｂ ３ ８±０ ２１ｂ １１ ４±０ ３６ｂ ０ ５±０ ０３ｂ

ＣＦ ４ ２±０ １５ｂ ３ ９±０ １１ｂ ３ ６±０ １５ｂ １１ ８±０ ３０ｂ ０ ５±０ ０２ｂ

∗同一列标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组之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

２ ２ 丙二醛及渗透调节物质的变化

水淹前 ９０ ｄ，淹水没有影响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 ＭＤＡ含量，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ＭＤＡ含量均与 ＣＫ组

植株无显著差异，自水淹 １２０ ｄ开始，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ＭＤＡ与 ＣＫ组植株相比显著增加，但两者之间差

异并不显著，至水淹 １５０ ｄ，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ＭＤＡ含量分别达到 ３３ ４２和 ３４ ９０ μｍｏｌ ／ ｇ（ＦＷ），相比 ＣＫ
组植株增加了 ２０ ２％和 ２５ ５％ （图 ２Ａ）．

淹水对可溶性蛋白的影响在不同淹水处理有所差异（图 ２Ｂ），淹水虽然导致 ＰＦ组植株可溶性蛋白含量

的下降，但除水淹 ９０ ｄ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显著外，其他水淹时间段均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ＣＦ组植株在

水淹前 ６０ ｄ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但随后显著增加，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显著，至水淹 １５０ ｄ，ＣＦ组植株可

溶性蛋白含量为 １ ７８ ｍｇ ／ ｇ（ＦＷ），相比 ＣＫ组植株增加了 ３９ ６％ ．
随着水淹时间的延长，２个水淹处理植株脯氨酸含量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ＰＦ组植株自水淹 １５ ｄ开

始植株脯氨酸含量显著高于 ＣＫ组植株，至水淹 ６０ ｄ达到最大值 ８ １４ μｇ ／ ｇ（ＦＷ）后逐渐降低，自水淹 ９０ ｄ后
与 ＣＫ组植株差异不显著；ＣＦ组植株自水淹 ７ ｄ开始显著高于 ＣＫ组植株，至水淹 ３０ ｄ达到最大值 ９ ０９ μｇ ／
ｇ（ＦＷ）后逐渐降低，水淹 ９０ ｄ后与 ＣＫ组差异不显著（图 ２Ｃ）．

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对不同水淹处理有不同的响应，淹水没有影响 ＰＦ 组植株叶片可溶

性糖的含量，在整个淹水期间 ＰＦ组植株可溶性糖含量均与 ＣＫ 组植株无显著差异，但受水淹影响，ＣＦ 组植

株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显著下降，自水淹 ７ ｄ开始，ＣＦ组植株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显著低于 ＣＫ组植株（图 ２Ｄ）．
２ ３ 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

淹水显著增加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 ＳＯＤ活性，自水淹 ６０ ｄ开始，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ＳＯＤ活性显著增

加，但在整个淹水期间两者之间差异均不显著，随着水淹时间的延长，２ 个水淹处理植株 ＳＯＤ 活性在后期逐

渐趋于平缓，至水淹 １５０ ｄ，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 ＳＯＤ活性分别比 ＣＫ组植株增加了 ２２ ５％和 ２８ ８％ （图 ３Ａ）．
从水淹 １５ ｄ开始，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ＣＡＴ活性均随水淹时间的递增呈增加趋势（图 ３Ｂ），ＰＦ组植株

ＣＡＴ活性自水淹 ９０ ｄ开始显著高于 ＣＫ组植株，至水淹 １５０ ｄ，ＰＦ组植株 ＣＡＴ活性为 ０ ０１８ μｍｏｌ ／ （ｍｉｎ·ｍ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相比 ＣＫ组植株增加了 ２７ ９％ ；而 ＣＦ组植株 ＣＡＴ活性从水淹 ６０ ｄ开始显著高于 ＣＫ组植株，至
水淹 １５０ ｄ，ＣＦ组植株 ＣＡＴ活性为 ０ ０２３ μｍｏｌ ／ （ｍｉｎ·ｍｇ（ｐｒｏｔｅｉｎ）），相比 ＣＫ组植株增加了 ６５ ０％ ．

淹水显著影响了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 ＡＰＸ活性，随着水淹时间的延长，所有水淹处理植株叶片 ＡＰＸ 活

性均升高（图 ３Ｃ），ＣＦ组植株叶片 ＡＰＸ活性从水淹 ６０ ｄ开始，均显著高于 ＣＫ组植株，在水淹 １２０ ｄ达到最

大值 １ ４３０ μｍｏｌ ／ （ｍｉｎ·ｍｇ（ｐｒｏｔｅｉｎ））后，逐渐降低． 而 ＰＦ组植株随着水淹时间的延长，叶片 ＡＰＸ活性逐渐

升高，至水淹 ９０ ｄ，ＰＦ组植株 ＡＰＸ活性显著高于 ＣＫ植株．

３ 讨论

水淹条件下植物的生长能力及存活率是衡量植物耐淹能力的重要指标［２１⁃２２］ ，一些耐淹植物可以通过调

节自身的生长来适应水淹环境，已有研究表明［１０⁃１１］ ，中华蚊母树幼苗在遭遇水淹胁迫后，可以通过形成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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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水淹环境下中华蚊母树 ＭＤＡ、可溶性蛋白、脯氨酸和可溶性糖随时间的变化
（ａ表示 ＣＫ与 ＰＦ组差异显著；ｂ表示 ＣＫ与 ＣＦ组差异显著；

ｃ表示 ＰＦ与 ＣＦ组处理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下同． ）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ＤＡ，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ｏｆ 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

根、特化皮孔以及减少叶片数量来增强对水淹的抗逆能力． 水淹环境下植株生物量的调整也是其适应水淹

环境的重要策略，由于水淹条件下植株光合生产减弱，营养物质的利用率降低，能量的利用是植株在淹水环

境下存活的关键因素，因此，很多耐淹植物如美洲格尼帕树（Ｇｅｎｉｐ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２３］ 、巴西红厚壳（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ｅ Ｃａｍｂ． ） ［２４］和空心莲子草（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ａｖｅｌｌａｎｅｄａｅ） ［２５］等均会采取“忍耐水淹”的机制，降低其生物

量，以减少能量的利用． 本研究发现，淹水条件下中华蚊母树幼苗根、茎、叶生物量均降低，表明中华蚊母树

幼苗采取了“忍耐水淹”的机制，降低对能量的消耗，以适应长期的水淹胁迫． 水淹条件下根冠比的降低以及

根生长的抑制是耐淹植物适应水淹环境的重要策略之一，植株降低根生物量的分配比例可以降低根呼吸，
从而减少能量的消耗［２４，２６］ ． 本研究中，中华蚊母树幼苗同样具有这一适应策略，表明中华蚊母树幼苗具有极

强的适应水淹环境的能力． 同时，在长达 １５０ ｄ的水淹下，处于半淹和全淹环境的中华蚊母树幼苗存活率均

为 １００％ ，也进一步证实中华蚊母树幼苗对水淹较强的耐受能力． 但这与 Ｌｉ等［２７］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Ｌｉ等
研究发现中华蚊母树在全淹环境下的成活率为 ９３％ ，由于不同水淹深度水体的含氧量和水压等因素有所差

异，对植物造成的胁迫程度也会有所不同，Ｌｉ等实验植株的淹水程度明显高于本研究，可能是造成两者研究

结果有所差异的原因，这也暗示了中华蚊母树幼苗对浅淹环境更具适应性．
ＭＤＡ是生物膜系统发生膜质过氧化作用的主要产物之一，其含量的高低常常被用来作为反映细胞膜脂

过氧化作用强弱和质膜破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２８］ ． 通常情况下，植物在遭受淹水胁迫时往往会发生膜脂

过氧化作用（ＭＤＡ 含量显著增加），在对消落带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７］ 、双穗雀稗（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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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水淹环境下中华蚊母树 ＳＯＤ、ＣＡＴ和 ＡＰＸ活性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Ｄ， ＣＡＴ ａｎｄ Ａ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ｕｍ） ［２９］ 、南川柳（Ｓａｌｉｘ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３０］等耐淹植物的研究中也均发现了这一现象，本实验对中华蚊母树幼苗

叶片 ＭＤＡ含量的研究表明，中华蚊母树幼苗在水淹前 ９０ ｄ ２个水淹处理组植株叶片 ＭＤＡ 含量均与 ＣＫ 组

植株差异不显著，体现了中华蚊母树幼苗对短期淹水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水淹 １２０ ｄ 后，中华蚊母树幼苗叶

片 ＭＤＡ显著增加，且随着水淹深度的递增而逐渐升高，说明此时淹水已对中华蚊母树幼苗细胞膜系统造成

了损伤． 值得提出的是，彭秀等［３１］研究发现，中华蚊母树幼苗叶片 ＭＤＡ 含量在水淹 ３０ ｄ 后就显著增加，与
本研究有所差异，由于彭秀等实验采用的是 １ 年生幼苗，这种差异是否由不同年龄的幼苗对水淹的适应能

力有所不同而引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提高库区消落带植被恢复的有效性．
可溶性蛋白、脯氨酸以及可溶性糖是植物逆境胁迫下主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具有保护酶和植物组织细

胞膜结构的功能，本研究显示 ＰＦ组植株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脯氨酸含量在淹水初期（水淹前 ６０ ｄ）显著增加，
有研究认为脯氨酸除作为渗透调节物质外，还具有清除活性氧，增强植株抗氧化能力的作用［３２⁃３３］ ，水淹前期

植株并未出现脂膜过氧化作用以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升高，很可能与脯氨酸等物质的调节有关，但随着水淹

时间的继续增加，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脯氨酸含量均下降到了 ＣＫ 组植株水平，这与陈桂芳等［１２］研究中华蚊母

树生理特性对淹水的响应所得的结果一致，推测可能是由于中华蚊母树幼苗在长期的淹水环境中，同化作

用受到了抑制，能量物质的积累减少，从而导致中华蚊母树幼苗缺乏合成更多脯氨酸的原料和能量来源［３４］ ．
有研究表明，受水淹影响，植株蛋白质的合成会受到抑制，导致可溶性蛋白含量降低［３０，３５］ ，本研究中，ＰＦ 组

植株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在整个淹水期间均与 ＣＫ组植株无显著差异，表明植株在部分淹水环境下蛋白质

的合成可能并未受到影响，而 ＣＦ组植株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在淹水后期出现了上升，高含量的可溶性蛋白

有助于维持植物细胞较低的渗透势，从而增强植株的耐脱水能力，抵御水淹胁迫引起的伤害，由于全淹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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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的胁迫更大，植株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升高或许是对全淹环境的一种积极适应． 对中华蚊母树幼苗可溶

性糖含量的研究表明，中华蚊母树幼苗可溶性糖含量对不同淹水处理的响应有所差异，在整个淹水期间，ＰＦ
组植株可溶性糖在叶和根中的含量均与 ＣＫ 组植株差异不显著，且根中的可溶性糖含量要略高于 ＣＫ 组植

株，有研究表明［３６］ ，植物为了适应逆境环境会主动积累一定量的可溶性糖以降低冰点和渗透势，中华蚊母树

幼苗在面对植株部分淹水时能够维持较高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水淹胁迫对植株造成

的伤害，这或许是中华蚊母树幼苗对部分淹水环境的适应． 与 ＰＦ 植株对水淹的响应不同，受水淹影响，ＣＦ
组植株可溶性糖显著下降，且随着水淹时间的递增而逐渐降低，由于 ＣＦ 组植株处于全淹环境中，植株只能

进行微弱的水下光合，能源物质的积累减少，加之缺氧加重，无氧呼吸增强，植株为了获取生命活动所需的

能量，可能加剧了对自身糖类物质的消耗． 彭秀等［３１］研究发现，处于全淹环境的中华蚊母树叶片可溶糖含

量有所上升，由于本研究考虑消落带水体带来的低光强环境，处于全淹环境下的中华蚊母树水下光强低于

１０ μｍｏｌ ／ （ｍ２·ｓ），中华蚊母树可能无法利用这种低光强制造足够的糖类物质，这也暗示，植物对不同的水

体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有所差异，在今后的实验设计中，应尽可能模拟消落带实际的水体环境．
植株缺氧是水淹对植物造成的最主要胁迫作用［３７］ ，缺氧后，植物原本正常的呼吸作用受到干扰，植株体

内活性氧（ＲＯＳ）产生与清除的动态平衡被打乱，从而使植株体内氧自由基过量积累． 为抵御淹水胁迫下过

多活性氧自由基积累对植物自身造成的毒害作用，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抗氧化酶

系，如 ＳＯＤ、ＣＡＴ、ＡＰＸ等［３８］ ，ＳＯＤ是植物体内防御自由基毒害的一种关键酶，能够通过歧化反应使超氧自由

基转变为氧气和过氧化氢，ＣＡＴ和 ＡＰＸ 等酶可以进一步催化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气［３９⁃４０］ ，因此，这些抗

氧化酶在体内的协同作用可以清除过量的 ＲＯＳ，从而减轻淹水胁迫下 ＲＯＳ积累对植物细胞膜的伤害［４１］ ． 有
研究表明，生长在消落带或河岸带的狗牙根［４２］ 、南川柳［３０］ 、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４３］等耐淹植物均

能够通过提高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来抵御或减轻淹水对植株造成的伤害．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水淹初期，ＰＦ
和 ＣＦ组植株叶片 ＳＯＤ、ＣＡＴ以及 ＡＰＸ等酶的活性均未明显升高，由于非酶促抗氧化系统在维持植株抗氧

化系统的均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中华蚊母树之所以在水淹前期没有提升抗氧化酶的活

性，很有可能与非酶促系统（如脯氨酸含量的升高）在此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关，但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随着水淹时间的增加，非酶促抗氧化系统可能不足以维持 ＲＯＳ产生与清除的动态平衡（如脯氨酸含量在后

期降低），为了减轻 ＲＯＳ的积累对植株造成的伤害，中华蚊母树幼苗逐渐提高了 ＳＯＤ、ＣＡＴ以及 ＡＰＸ等抗氧

化酶的活性，且随着水淹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充分体现了中华蚊母树幼苗对淹水环境极强的适应和调

节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华蚊母树幼苗在面对秋、冬季节不同的淹水环境均表现出一定的可塑性． 在生物量

方面，中华蚊母树幼苗在面对不同淹水环境时均能减少生物量以及根冠比来减缓自身生长，降低能耗． 在渗

透调节物质方面，植株根据淹水强度的不同启用了不同的渗透调节物质来抵御水淹环境，如脯氨酸在 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水淹的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溶性蛋白在 ＣＦ组植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可溶性糖对于 ＰＦ组

植株抵御水淹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在植株抗氧化酶活性方面，ＰＦ和 ＣＦ组植株能够通过抗氧化酶（ＳＯＤ、ＣＡＴ
和 ＡＰＸ等）共同作用的途径来抵御淹水胁迫下过多活性氧自由基对植株本身产生的有害影响． 笔者先前研

究表明［４４］ ，不定根和特化皮孔的生成、减缓自身生长、维持正常的光合色素含量以及稳定的光合速率是中华

蚊母树幼苗适应秋、冬季不同淹水环境的重要原因． 通过本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华蚊母树幼苗这种面对秋、
冬季不同水分环境所体现出来的生理适应机制，也是中华蚊母树幼苗能够在三峡库区消落带秋、冬季复杂

水分环境中存活下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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